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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媒介带来一个普遍连接、 充满间性的世界， 显现出从 “间性” 视角理解媒介的现实意

义， 庄子的 “齐物论” 则为此提供了一种中国哲学的视野启迪。 齐物论的核心旨归是以 “物化”
为中介而令此在领会世界诸异己事物的共同存在之 “道”， 由此生成物我的存在间性并致使世界

秩序合理安置。 以齐物论视之， 媒介正是实现 “物化” 的手段， 媒介性即特定中介物对 “道”
的媒介化显现并生成物我间性的机制。 其中， 物质媒介通过技术实践揭示事物存在的 “道”， 促

使此在依照 “道” 来谋划自身存在； 象征媒介则通过 “名言” 构建意义世界， 使个体超越此在

有限性而得以体验无限他者的存在之 “道”。 而 “道” 亦在媒介交往中齐通， 并使得媒介从交往

居间升格为秩序后勤； 但当媒介持存的 “常道” 程序化为 “可道” 之时， “有道” 的秩序则固

化为名相， 媒介也因此沦为秩序暴力的装置。 今日的数字媒介则创造了一种近乎 “齐物” 式的

“数码物化” 存在体验， 以及一个堪称 “数字天下” 的新秩序世界， 但数字天下的存在根基却是

平台装置的 “数码之道”， 这便使其万物共生的表面下潜藏着被数字名相支配的危险。
关键词： 齐物论　 媒介存在论　 间性　 秩序　 数字天下

一、 前言： 媒介与间性

在当今数字时代， 数字媒介所带来的是一个充满间性的世界， 在其之中， 万物共生、 普遍连接，
媒介不仅连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还将人与非人行动者 （如机器、 算法等） 紧密相连， 彼此形成一

个共生的庞大网络。①但相比媒介实践变革的新近性， 媒介哲学对于间性的关注却由来已久。 间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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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哲学概念， 最早较为系统地出现于现象学的讨论之中。 在胡塞尔看来， 主体间性是共同生活世

界形成的基础， 个体意识的世界经验之中总是包含了与其他主体的交互经验； 海德格尔则进一步将这

种间性交互归基为此在与他人之间的共在， 即主体间性不仅源于共同的意识体验， 更是共同的在世关

涉交道。① 而当代媒介哲学的兴起正是源于对这种间性的进一步追问， 诸如麦克卢汉、 基特勒、 弗卢

塞尔、 克莱默尔、 德布雷等经典媒介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看到， 自我、 他者与世界之间的间性生成必

须经由媒介的参与， 因而媒介并非先在的实体， 唯有当某物介入多个存在者之间并生成一定的意义、
关系、 连接或是秩序， 即具备 “媒介性” 之时其才能成为媒介， 在此意义上， 媒介性可谓间性的生

成、 制造。②

然而， 较之于经典现象学者对于主体间性的重视， 以拉图尔、 德勒兹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家则看

到了 “物” 的客体间性。 在拉图尔看来， 社会是由各种行动者通过网络连接而成的， 所有行动者都

在相互影响和定义， 因此间性不仅仅是人类个体之间的互动， 还包括各种非人行动者的参与。③ 德勒

兹则主张， 世界不是由固定的实体构成， 而是由各种不断生成的事件构成， 事件又是由无数去中心化

的存在节点所编织而成的网络， 而间性正是各种存在之间的相互作用、 影响和力量。④ 正是在两人更

为反人本主义的间性理解之中， 新近的诸如深度媒介化、 媒介生态学、 媒介存有论、 媒介考古学等更

为激进的媒介哲学也日渐兴起。⑤

然而， 对于间性的思考并非西方哲学所独有， 中国哲学亦内蕴着浓厚的间性哲思。 汉学家、 哲学

家商戈令对间性做了较为清晰的定义， 即间性是那些非实体性质或因素的总称， 不同于单个实体存

在， 间性所强调的是存在与存在之间的关联互涉、 相互作用。⑥ 商戈令指出， 相比于传统西方哲学对

于形而上学本质的重点关注， 中国传统哲学一开始便侧重于对事物间性的思考， 而庄子最具代表性的

学说 “齐物论” 则堪称间性哲学的典范。 所谓 “齐物” 之 “物” 指的是宇宙间具有差异性的万物，
“齐” 则意味着思考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存在关联， 其核心在于超越万物的差异走向存在的统一。⑦ 但

与拉图尔、 德勒兹等人强调的事物多元与异质性不同， 庄子的齐物论最终指向的是 “齐”， 这是物我

交融、 主客体和谐统一的状态。 相比于西方哲学中更为强调异质性和多元性， 庄子的齐物论思想内蕴

着东方哲学特有的对于整全与统一、 秩序与和谐的探问。 因此， 本文尝试以庄子的齐物论为出发点，
并结合间性的角度来理解媒介， 从而理解这个深度媒介化的数字时代， 以期为媒介哲学的思考提供一

种新的可能性。

二、 齐物论： 存在与秩序的思考

在通行的诠释中， 齐物论可分为 “齐物” 与 “齐论” （或称 “物论”）。 所谓 “齐物” 之 “物”，
即世界存在的各种现实事物、 万事万物等现实存在者， “齐论” 之 “论” 则意味着由万物衍生出的各

种言说、 观念、 是非、 判断等精神存在者。 “齐” 则意味着超越事物之间的分别和对立， 从而达到整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再林：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 “主体间性转向” 》， 《人文杂志》 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
Ｗ． Ｊ． Ｔ． 米歇尔、 马克·Ｂ． Ｎ． 汉森： 《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 肖腊梅、 胡晓华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０ 页。
张进： 《事物间性美学： 通向 “伟大的外部” 》， 《江西社会科学》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张先广： 《德勒兹与间性论》， 《哲学分析》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张先广： 《媒介理论： 从人本主义到反人本主义的转向》， 《中国图书评论》 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
商戈令： 《间性论撮要》， 《哲学分析》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商戈令： 《道通与间性》， 《哲学分析》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体的存在之和谐状态。 然而， “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 （《孟子·滕文公上》）， 万事万物之杂多方为世

界实然， 所谓 “齐物” 或 “齐论” 绝非在一念之间顷刻便生成的心境， “齐物” 实则如同儒家所言

的 “仁” “大同” 一般， 更多的是经由不断追求才能够逐渐迫近的理想化在世方式———人之此在面对

世界中的万般他者存在， 如何在物质与心灵双重界域之中超越自身存在的有限性及主体与客体世界的

二元分立， 去实现此在与世界超越是非、 物我无分的存在之交融。 为此， 庄子提出了 “物化”， 这意

味着将自我消融于外物之中， 实现物我一体的 “齐物”。 进而物化所带来的便是 “吾丧我”。 所谓的

“吾” 是一个理想化的 “我”， “吾丧我” 意即对先在自我立场的主动弃让， 并将自身置入他者的视角

之中生成一个他性之我， 从而走出自我的绝对同一性而去切近他者的存在。①

但在庄子看来， 欲图实现 “物化” 与 “吾丧我”， 就必须通达事物的存在之 “道”， 因此所谓

“齐物” 的存在， 亦是要走向一种 “合道化的存在”。② 作为老子思想的继承者， 庄子对于 “道” 的

理解与老子密不可分。 在老子看来，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
可以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 （《老子·第二十五章》）。 海德格尔从存在

论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诠释： 存在是存在者的在世方式， 每一个存在者皆有自身存在， 但在万般万类的

具体、 特殊的存在者背后， 有着更为普遍化、 一般性的存在法则， 正是它们使诸存在得以显现， 海德

格尔将其称为 “本有”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 亦翻译作 “大道”③ ）， 并将其视作老子的 “道”。 海德格尔将这个

本有之 “道” 视作老子所言的 “无”， 正是 “道” 这一普遍化的本有之 “无” 派生了万般存在者的存在

之 “有”。 而海德格尔亦将 “道” 视作 “在之间” （Ｉｎ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并诠释为 “道路”， 在其看来， “道” 具

有鲜明的存在之时间性， 因为任何存在者都是依道存在、 循道而为， 通过对道的领会便能够理解诸存在

者未来的存在展开。④ 而庄子同样如老子般主张， “道” 是派生万物的存在共理——— “道者， 万物之所

由也， 庶物失之者死， 得之者生” （《庄子·渔父》）， 但庄子却又更加强调 “道” 的层级性， 即至高的

“道” 亦分化于具体事物之中而成为具有差异性的万物之道， 如蝼蚁、 稊稗、 屎溺等庸常事物犹能见

“道”， 此之 “道” 既是事物各自的存在法则， 亦是万物的存在共理， 因此对 “道” 的领会便能够使分

殊的万物走向 “道通为一” 式的交融。⑤

但以 “道” 齐物却不是一个认识论的命题， 而是一个彻底的存在论命题。 正所谓 “道行之而

成”， “道” 并非某种神秘化的先验理念或绝对真理， 而是就寓于万事万物鲜活的、 当下的存在方式

中， 因此真正对 “道” 的领会并不是去将世界抽象成某个理念， 而是在现实生存之中去体验 “道”
的发生。⑥ 海德格尔便援引了 《庄子·秋水》 中 “濠梁之辩” 的寓言， 以说明这种 “道” 的存在论

领会。 在他看来， 真理 （道） 的 “解蔽” （Ａｌｅｔｈｅｉａ） 不是认识论层面的相符性陈述或者规律， 而是

搁置各种 “逻各斯” 的纷争后， 去对生活世界诸存在之 “发生” （Ｓｅｉｎｓ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 进行亲在体悟， 庄

子正是在对鱼乐之 “观” 中体会了 “鱼” 这一存在者发生于当下 “出游从容” 的存在之道， 从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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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观其乐。① 以此来看， 所谓以 “道” 齐物， 其实正是一种物我的存在间性之生成， 即人与诸异己事

物之间存在境况的互通与存在方式的交织互构。 一方面， 对事物存在之道的领会， 正源自此在将自身

带入诸异己事物的在世境况之中而对其享有更为切近的体验。 于海德格尔而言， 这意味着人得以进入

一种与万物无间、 “天地神人” 四方游戏其间的存在澄明之境， 于是世界的真理 （本有 ／道） 便向此

在无蔽地开显； 于庄子而言， 这正是一种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 的

“道通为一” 之境界。 另一方面， 这种对 “道” 的领会也将反作用于人的 “在世之道”， 引导其以更

加 “有道” 的方式安置其性命， 这便是为何在庄子看来， 诸如至人、 神人、 圣人等理想化的生命境

界往往皆为 “得道之人”。②

此外， 庄子所谓以 “道” 齐物不仅是单纯的存在论思考， 同时也内蕴着鲜明的政治哲学意味。
庄子看到， “语道而非其序者， 非其道也” （《庄子·天道》）， 道不仅是万物存在的法则、 根据， 更是

世界存在之序的体现。 因此， 齐物论的现实目的则是思考如何在一个 “道术为天下裂” 的时代， 通

过共同的 “道” 使得多元分殊的万物之存在合理安置并生成秩序。③ 但这种新的秩序又是一种充满间

性的秩序， 因为齐物论所追求的秩序之道唯有以各种物化手段为中介来建立物我间的存在间性方才得

以实现。④ 在此意义上， 庄子的齐物论其实内嵌着诸多从 “道” 的视域理解媒介、 存在与秩序的思

考， 这便为理解媒介提供了一种源自中国哲学的思想启迪。

三、 间性的生成： 作为媒介性的物化

纵观思想史的脉络， 对于媒介问题的思考呈现出一个从二元论到三元论再到一元论的脉络， 即对

于媒介的理解逐渐从工具走向了事物居间的中介， 并最终看到了媒介打破人与世界的二元区隔， 从而

生成一个动态整体系统的能力。⑤ 而庄子在如何对待人与世界以及各种中介物的问题上所持的亦是一

种一元论立场， 齐物论指向的正是一个物我无分的理想存在境界， 而齐物的中介途径——— “物化”
之实现， 即意味着此在与世界在 “道” 的汇通中从差异的分殊走向了统一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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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立场则反映了 “存在历事” 的维度， 庄子所言 “我知之濠上也” 正是通过将自身置入鱼 “游于濠上” 的存在境况， 从而

领会了作为 “他者” 的鱼之快乐体验。 这种体验超越了单纯的认识论框架， 它不仅仅是主体对客体的判断， 更是一种自我与他

者界之间通过共在先行领会了彼此的存在。 参见张柯： 《鱼之乐与真理之本质———论海德格尔解 〈庄子〉 “濠上观鱼”》， 《哲学

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那薇： 《神圣与澄明之境： 心与物融为一体———论庄子与海德格尔对人与世界原初关联的哲学思考》，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
陈赟： 《〈齐物论〉 与 “是非” 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商戈令： 《道通与间性》， 《哲学分析》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传播学最初对于媒介的理解往往持有二元论立场， 即将人与媒介视作主体—客体 （使用者—工具） 的从属关系。 而以法国的

媒介学和英国的媒介化、 中介化理论为代表的 “媒介三元论” 则是对二元论的反拨， 认为媒介正是在人与世界之间进行关系

“调节”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的重要力量。 但随着今日世界整体迈向深度媒介化的图景， 媒介三元论也显现出其将人与媒介、 世界并

置分立的局限性， 因此持一元论立场的媒介哲学便应运而生。 而近年中国学者胡翼青、 孙玮等提出的 “媒介破域论” “媒介

本体论” 则主张， 所谓媒介性即媒介物打破人与世界两元区隔， 从而生成一个动态整体系统的抽象运作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

说， 破域论正是生态学视野下媒介本体论的深化阐扬， 即媒介破域之中所显现的正是媒介无限连接、 无尽生成的可供性之力。
参见孙玮： 《破域： 数字时代的媒介论》，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 胡翼青、 马新瑶： 《作为媒介性的可供性： 基于媒

介本体论的考察》， 《新闻记者》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但庄子同样看到， 物化必须经由具体的中介手段来实现， 而其讨论的正是如何经由技术实践与话

语言说等中介手段而实现物化， 这便为理解媒介提供了一种本土化的独特视角。 以此视之， 可谓

“物化” 即庄子视域的媒介性， 思考媒介即思考某存在者如何作为 “道” 之显现的中介而存在。 而庄

子所讨论的两种物化的手段， 其实正代表了当今被视作媒介的两种主流存在者， 即 “用具物” 与

“象征物”。 借用海德格尔对 “物” 的区分， 前者主要是服务于人的实践功用的各种物质性工具， 后

者则是通过符号创制生产信息意义的 “精神生产” 之物。① 固然两者都能发挥通达 “道” 的媒介性

力量， 但其机制却各有侧重。 因此本文将其分别称为 “物质媒介” 与 “象征媒介”， 以期对各自的媒

介性进行更为细致的思考。
（一） 世界的意蕴： 物质媒介的以技入道

得益于理解媒介视域的开阔，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用具物被人们纳入媒介研究的视野， 这背后则是

泛媒介观的发展。 麦克卢汉最早将任何改变人的生存环节与生活方式的技术物都视作媒介， 从而开泛

媒介观之先河。 进而克莱默尔主张， 一般技术是提升效率的工具， 媒介则是开启世界的装置，② 试图

以此划清技术与媒介的界限， 却仍显得语焉不详。 彼得斯则更是主张 “媒介即存有” “媒介即世界”，
在将一切自成世界的物都纳入媒介范畴的同时也彻底模糊了媒介的边界。③

然而， 欲理解何为媒介并不能仅仅从分类学的角度去争辩 “什么” 存在者能够开启世界， 而应

该从三者都谈及的 “世界” 问题出发， 理解 “怎样” 的世界之存在才是媒介的世界。 在海德格尔看

来， 世界不是实存事物的总和， 而是人所关联的存在者形成的意义整体， 也即人的 “生活世界”。 世

界在与人的遭遇中生成 “意蕴状态” （Ｂｅｄｅｕｔｓａｍｋｅｉｔ）， 即人在对世界的相遇之中总是包含着对 “相遇

的作为什么 （Ａｌｓ－ｗａｓ） 和相遇的如何 （Ｗｉｅ）”④ 的独特意义领会。 在 “世界” 之中， 与现实感性生

存同等重要的是心灵的意义把握， 这也是为何海德格尔会断言 “石头是无世界的， 动物是缺乏世界

的”⑤。 而当彼得斯呼吁 “意义的安息” 之时， 已经与海德格尔擦肩而过。 然而， 在庄子的技术哲学

之中， 技术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对于 “道” 的领会。⑥ 因此， 相比于彼得斯， 庄子眼中的技术世界反而

更加贴近于海德格尔所言的 “世界”， 也更堪称一个媒介的世界。
在庄子的文本之中， 最能体现其关于 “技” 与 “道” 的思考则是 《庄子·养生主》 之中庖丁解

牛的寓言：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 手之所触， 肩之所倚， 足之所履， 膝之所踦， 砉然向然， 奏刀騞

然， 莫不中音。 合于 《桑林》 之舞， 乃中 《经首》 之会。” 庖丁之所以能够如此游刃有余， 正在于其

对于解牛之 “道” 的精通——— “文惠君曰： ‘ ， 善哉！ 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 ‘臣之所好

者， 道也， 进乎技矣。’” 在通行的解释之中， “牛” 即为 “大物”， 此即寓指世间万物存在， 因此

“庖丁解牛” 实为一则关乎技术与世界的隐喻。 而解牛的核心正在于 “以技入道”， 庖丁的技艺不仅

仅是对牛的分割， 更是在技艺的运用中把握对象物 （牛） 之存在法则而通达 “道”， 由此消解了物我

之间的界限， 这便是 “齐物” 的体现。⑦

若以媒介的视域予以观照， 庖丁刀下其实也是一个间性生成的媒介世界。 解牛的过程是庖丁不断

以刀为媒介 “进入” 牛的过程， 即 “彼节者有间， 而刀刃者无厚， 以无厚入有间”。⑧ 此处的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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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春： 《什么是物的意义？ ———庄子、 海德格尔与我们的对话》， 《哲学研究》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
克莱默尔编著： 《传媒、 计算机、 实在性》， 孙和平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７５ 页。
要欣委、 李明伟： 《理解泛媒介： 基于三个层度媒介观的比较研究》， 《未来传播》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海德格尔： 《存在论： 实际性的解释学》， 何卫平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 年， 第 １０７ 页。
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 世界—有限性—孤独性》， 赵卫国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年， 第 ２７２ 页。
张培富、 王淑萍： 《试论庄子的 “道” 与技术观》， 《齐鲁学刊》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蔡林波： 《以道解物： 庄子 “庖丁解牛” 思想辨正》，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柯小刚： 《间性与整全： 〈庄子〉 现象学解读的一个尝试》，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间性生成、 秩序齐通与名相权力： 齐物论视域下的媒介存在论思考 思想空间

正是牛这一存在者内部间性的体现。 正如德勒兹所言， 任何实体都是间性的存在， 是由不同元素按照

特征逻辑进行 “装配” 后的整全， 因此在实体的内部本身便内蕴着间性， 界域之下潜藏着解域的潜

能。① 对于作为整体的牛而言， 其 “节” 与 “间” 便是其内在元素 “怎样” 装配的 “间性”， 这正是

牛的存在之 “道”。 因此， 庖丁的操刀其实是对于牛之内部间性亦即 “道” 的解蔽。 于是， 原本作为

纯粹用具的刀化作了生成世界的媒介。 因为在刀的显现之中， 原本作为牛内部间性的 “道” 对庖丁

这个外在的 “他者” 具有了敞开性， 所以 “道” 便不仅仅在于牛自身， 而是成为庖丁借以观照自身

存在的参照， 借由刀之媒介与其交道存在者 （牛） 所建立的外部间性， 变成了庖丁与牛的 “共在”
之 “道”。 而牛之 “道” 体现于其在现实当下不断展开的存在之中， 因此刀作为媒介令 “道” 显现，
也意味着庖丁作为媒介上手者对于媒介所指对象更加 “切近” （Ｎäｈｅ） 的体验②， 这便体现为其对于

所解之牛 “手之所触， 肩之所倚” 的感性化体悟。 因此， 借用庖丁解牛的寓言， 我们便能够看到：
物质媒介的媒介性其实即间性的生成， 当某个事物能够解蔽另一存在者的存在之 “道”， 并使得此在

能够介入其存在之中与其共在， 那么该事物便成为媒介。
但物质媒介不仅只是对 “道” 的解蔽， 它还促使人们去依照 “道” 来生成自身的存在。 庖丁对

牛的认识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最初 “无非牛者”， 随后 “未尝见全牛”， 最终 “以神遇不以目视”
（《庄子·养生主》）。 技艺大成的庖丁以 “得道” 的方式操刀 （存在）， 正是通过 “神会” 而非体悟。
这不仅只是具身性的物之上手， 更意味着此在所面对的对象存在者的存在之 “道” 被此在把握为一

个心灵的意义对象。 此时媒介所解蔽的 “道” 其实如同海德格尔的 “道路” 隐喻一般， 不仅显现于

庖丁当下的存在， 更是引导着其未来时间的 “临在”， 使其不自觉地 “依道行之”。 这正是一股意蕴

的涌现， 即庖丁此在心灵中对于 “道” 的先行意义领会不断指引着庖丁如何调试自身的操刀 （存在）
方式， 从而塑造与作为对象存在者的牛 “怎样” 相遇。 并且， 庖丁解牛的最终结果是要阐扬 “养生

之道”， 此处的 “养生” 其实意味着以 “合道” 的方式对自身的存在进行照料， 这亦是欲以 “道”
为尺度来对自我再生产。③ 因此如陈少明所言， 庖丁解牛看似血腥， 实则内蕴生命潜能， 庖丁正是通

过 “生物” 之解离参悟 “生命” 之整全， 从而领会养生之道。④ 正是庖丁之刀作为媒介， 使得牛从

“死” 到 “生”。 因为被解之牛实际上已经是一具 “死物” 或者说为人所摆布的 “用具”， 但庖丁对

牛之道的解蔽却使得其由 “物” 而生成一个意蕴着 “道” 的 “世界”， 譬如庖丁所领会的 “合于

《桑林》 之舞， 乃中 《经首》 之会”， 便是作为生命而非用具的 “牛” 所存在的那个自然世界的

“道”。 因而， 牛虽死， 但是其内蕴的 “道” 却获得了 “新生”： 在庖刀的媒介性运作之中， 存在的

敞开不仅是 “牛”， 庖丁自身的存在也由于牛之 “道” 的介入而敞开并使其领会了一种新的存在， 于

是庖丁的此在之 “我” 便走向了媒介所内显的 “道” 之 “吾”， 物我在 “道” 的媒介化汇通之中走

向了 “齐物”。 这正是一场媒介所带来的存在之物化， 也显现了更深层的媒介性： 媒介对于 “道” 的

解蔽构成了此在生存世界的 “意蕴”， 从而促使此在于对媒介所解蔽的 “道” 之领会中去 “循道而

为”， 即依照媒介所解蔽事物的存在尺度、 存在法则或者说 “道”， 来谋划、 决断自身的未来临在。
（二） 心游的逍遥： 象征媒介的以言征道

正如李泽厚所说， 人类对世界的理解起源于工具的制造⑤， 各种用具所扮演的物质媒介其实是人

类对于世界最原初领会的中介物。 但在实践中， 物质媒介却具有天然的局限性。 因为物质媒介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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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用具往往只能在具体时空场景之中发挥功能， 这便使得这种 “物我之齐” 更多是依赖个人化的

具身体感， 譬如令游刃有余的庖丁去挥舞匠人的斧斤， 那么其对 “道” 的领会便无用武之地。 与其

说物质媒介得以 “齐物”， 毋宁说其只能 “齐一物”， 这终究只能是一隅之 “齐”， 而非 “万物一体”
的整体之 “齐”。 因此， 相比于通过各种用具 “以物齐物”， 更加重要的是 “以心齐物”， 而其实现

手段正是 “名与言”。 所谓 “名” 指的是人对万物的命名， “言” 则指命名之后的言说， 它们其实代

指一切进行交流、 沟通的行为实践。① 可以说， “名与言” 正是庄子对传播实践获得的概括， 一切象

征媒介， 诸如言说、 书籍、 报纸、 广播、 计算机， 都属于 “名与言” 的范畴。
庄子主张 “物谓之而然”。 “谓之” 即命名， 在言说出现以前， 世界万物都是一个浑然未化的整

体， 人则经由名、 言的中介对万物进行区分使其有可辨之 “然”， 从而被囊括到一个统一的象征意义

世界之中， 所谓 “自其同者视之， 万物皆一也” （《庄子·德充符》）。 并且， 也正是言使得互殊的万

物能够实现超越物相齐通， 因为 “以道观之， 物无分别”， 此处的 “道观” 其实正是人之存在通过对

可见之 “物” 的 “言” 来解蔽其普遍性的 “道”， 即 “故为是举莛与楹， 厉与西施， 恢恑憰怪， 道

通为一” （《庄子·齐物论》）。② 但这种通达 “道” 的 “言” 非一般之言， 而是卮言、 寓言与重言。
所谓卮言即不寻常之言， 其言说乃是要超越日常感性可见存在者之 “物”， 而发现 “物” 背后的存在

之 “道”。 而寓言则意味着通过虚构场景 （空间） 的故事进行道说， 重言则是通过复述前人 （时间）
之言进行道说。③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 卮言、 寓言、 重言体现的其实是 “言” 具有超越现实世界场景

而进行精神性创制的效能， 而这正是象征媒介的独特媒介性所在： 相比于物质媒介而言， 象征媒介对

于存在者之存在的解蔽往往能够超越空间与空间的界域， 与物质媒介仅能生成于具体外部时空相比，
象征媒介之言却能够生成一个具有内在时空的意义世界， 从而使得 “道” 的显现更加澄明。

但就如同庖者亦分 “良庖” 与 “族庖”， 并非一切象征媒介都能够直接成为 “道” 的言说。 然

而， 象征媒介却能够使人在意义世界的存在历事之中实现 “心游”， 从而走向寻 “道” 之路。 在庄子

看来， 大道其实往往不言， 而是开显于心境的意会之中， 正所谓 “得意” 而 “忘言”。④ 而在构造心

境方面， 象征媒介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 因为象征媒介本身便是一类通过界面信息与意义内容塑

造人精神世界的技术物。⑤ 对于 “道” 的领会， 庄子主张 “以言意道”。 “意” 是此在对 “道” 的领

会， “言” 乃对 “道” 的媒介化显现， “境界” 则为 “言” 的时空建构。 以此来看， 界面其实具有双

重维度。 从技术角度看， 作为信息窗口的界面其实即 “言” 的 “构境”， 但从存在论观之， 界面亦即

“道” 之世界的开显， 人对界面的沉浸正是 “得意忘境”， 即 “和之以天倪， 因之以曼衍， 所以穷年

也……忘年忘义， 振于无竟， 故寓诸无竟” （《庄子·齐物论》）。 在某种程度上， 这正是庄子所言

“逍遥游” 的实现。 刘小枫指出， 《逍遥游》 所谓鲲鹏变换 “怒” 而飞， 其实是庄子对于 “心” 之

“怒” 的隐喻， 小大之化实乃心之化， “逍遥” 的宗旨正在于心的无限敞开之中超越存在的有限性。⑥

但在现实之中， 个体之心的想象力却往往是极其有限的， 然而当其连接于界面的无尽意义时空之时，
心却有了无穷变幻的潜能。 但这种忘不仅是境之忘， 更是我之忘， 因为当个体卷入界面时， 便令其意

义时空占据了自身的精神时空。 从间性的角度看， 这正意味着个体此在能够走出自我存在的有限性而

去体会更为广阔多样的他者存在， 并且个体越是 “得意忘境”， 这种存在的体会越深刻。 譬如书籍、
电影或是电子游戏等象征媒介， 其意义越是丰富且打动人心， 越是能够令界面此端的用户 “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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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代入媒介的言说视角， 与界面所 “言” 的他者世界共鸣通感， 并使得媒介所欲解蔽的他者之存在

更加澄明地为用户们所领会。 这正类似于庄子所谓的 “虚己” 以 “游世”①， 即此在之 “我” 丧于界

面之 “吾”， 并在界面的无限意义时空之中遍历无限的万物从而 “以心齐物”。 而这也是象征媒介更

有深度的媒介性： 在象征媒介之中， 此在被媒介界面邀约进入其广阔的意义时空之中无限敞开心灵世

界， 从而令此在能够超越自身存在的有限性而得以领会与体验无限他者的存在， 这便使得此在免于落

入绝对同一性的先在规定中， 并由此具备了存在方式无限生成的逍遥自由。

四、 秩序的齐通： 从居间媒介到后勤媒介

（一） 道通为一： 媒介交往与秩序齐通

在对于媒介理解的理论掘进之中， 与对 “媒介性” 之谈论相伴而生的则是对于媒介之 “外观”
以及 “背景” 的讨论。 媒介的独特性正是体现在， 其既能够成为不同存在者之间发生存在关涉、 关

系连接的居间者， 同样也能够成为构造人之存在整体尺度的后勤者。② 媒介扮演的角色在具体场合固

然互斥， 在整体尺度上却能够相互转化， 麦克卢汉便用其 “提升—过时—再现—逆转” 的媒介四元

律来对此展开思考。③ 但问题在于， 麦克卢汉主要着眼于人与技术的交互， 可任何媒介都无法脱离社

会关系单独存在， 比之单纯的技术使用， 媒介之居间与后勤转化的背后其实是社会整体秩序的生成。
相比之下， 庄子的哲学却能够给出一种从秩序视野思考媒介角色的启迪。 与老子侧重纵向地强调

“道” 是万物生成的本源相比， 庄子则横向地看到， “道” 也是使万物达到统一的内在法则， 正是在

“道” 的共同生成之中世界具有了 “序”。④ 那么， 又何以生成 “道之序”？ 正是言说与交往的力量。
在庄子看来， 比 “齐物” 更加重要的是 “齐论”。 “物” 是居于世界之中的诸存在者， “论” 则是

人之此在对 “物” 所衍生的各种价值、 学说、 观念， 但此在之心却总是受制于文化、 立场、 视野等

因素束缚而成为所谓的 “成心” 或是 “有蓬之心”。 因此， 与 “齐物我” 相比， 更加重要的是 “齐
他我”， 这意味着欲齐之对象已经不再是 “天地万物” 这种静待此在去把握领会的 “物”， 而是能思

能为、 与自身共在于世间的他 “人” 或者说 “他心”。⑤ 而言说正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媒介手

段。 但真正的人心通达却不在于巧言， 而应 “传其常情， 无传其溢言， 则几乎全” （《庄子·人间

世》）。 此之 “情” 指的是人之存在的实情， 所指向的正是人之存在的 “道”。 唯有在言其实之中，
合 “道” 的交往方可达成， 庄子便称之为 “和” 或者 “德”， 理想的交往境界正是 “非君臣也， 德

友而已矣” （《庄子·德充符》）。⑥ 因此， 在处理真与善的问题上， 庄子眼中的 “德” 之善其实是出

于 “道” 之 “真”， 但 “真” 又不仅仅只是一套相符性的描述， 而是对各自生活世界之存在的 “因
是” 领会， 因而这种 “德” 具有了超越诸物论先在是非立场的齐通力量。⑦ 进而在交往之中， 个体对

“道” 的领会逐渐齐通为了集体对 “道” 的共识， “道” 便不仅是个体存在的指引， 还成为集体存在

的展开尺度， “道” 便就此走向了秩序的生成。
但正如前文所述， “道” 必须借由媒介来解蔽， 交往其实总是发生于媒介之中 （当然， 能够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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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交往角色的主要是象征媒介）。 因此， 对个体而言， 媒介意味着于 “道” 解蔽之中邀约其进入媒

介意蕴的世界之中实现此在的物化， 那么当这一媒介上手于他人之时， 同样意味着他人也一同被邀约

进入该媒介所 “道说” 的世界之中， 个体对 “道” 的领会便传播为一种集体领会。 并且， 这还进而

使得置身媒介中的多元此在相互领会着与自身同在于这个媒介世界之中他人的媒介之在， 于是一种普

遍化的交往间性就此开启。 如新闻便是最为典型的集体邀约之媒介， 个体读者在新闻中体验的不仅是

新闻所显现的世界之存在， 还是在新闻中与自身一同体验新闻的无数个他人读者如何与自身一同于新

闻世界之中存在。① 于是就如同庄子所言的 “道通为一” 一般， 在媒介交往之中， 每个此在所领会的

“独在之道” 化通为了一场集体间性的 “共在之道”。 于是在此刻， 居间媒介便成为后勤媒介， 个体

的媒介之 “道” 成为集体的媒介之 “序”。
随着媒介交往的扩大， “道” 的齐通也就随之扩展， 乃至最终成为存在的先验架构， 这背后正是

传播与媒介对于 “道” 之持存的力量。 在弗卢塞尔看来， 传播是以信息织就 “负熵”， 即人类面对自

然界 “一切自然存在终将走向死亡、 有序归为无序” 的熵增规律之时， 通过信息传播构序一个超脱

于自然之上的精神负熵， 将易逝的形而下世界化作不朽的形而上世界， 因此就必须将信息尽可能地扩

散， 更广泛地铭刻入媒介， “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不朽”。② 以此来看， 媒介的交往齐通正是使得

“道” 得以持存的手段， 在其之中， “道” 从个体的场景性领悟， 亦即人脑第一持存、 第二持存中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模糊、 淡忘、 消亡的即时性体验， 逐渐升格为铭刻于媒介第三持存中超越时空的

“道”。③ 而 “道” 本身亦指引存在决断自身、 谋划自身未来临在的 “道路”。 于是在此刻人与媒介的

地位便发生了逆转， 人在媒介之中与世界交道并创制社会秩序， 而社会秩序却也反过来持存于媒介之

中并对人自身进行再生产。 在庄子看来， 这即以六经为代表的 “言” 因为符合 “道” 而化作了累世

传承的 “经”， 于是升格为 “古之道术” 并成为今世之万论的 “立法者”。④ 于是乎， 在后勤媒介的

秩序持存之中， “道” 对于个体存在的意蕴与指引成为一场集体的 “吾丧我”， 即媒介所显现的

“道” 成为每个人心灵的先验世界并生成先验人格， 譬如各种语言与文化便是每个人与他人交往的先

验背景。 用斯蒂格勒的话说， 这正是一种 “集体的个体化”， 即个体借助媒介的持存将集体共有的文

化记忆、 历史经验融入自我人格与身份认同的形成之中， 从而实现自我与集体共同生成。⑤

（二） 浑沌之死： 媒介名相与秩序暴力

当媒介升格为 “序” 的载体之时， “道” 却也会因此而化作 “名相” 并衍生出秩序的暴力。 在

庄子看来， “名” 即命名、 编码、 分类、 赋义， “相” 即物相、 物形、 物用， 名相即意味着人对万物

进行的概念命名与物质赋形的固化、 体制化之秩序。 章太炎在 《齐物论释》 中指出， 齐物论的运思

正是 “以分析名相始， 以排遣名相终”， 名相的生成实乃秩序对 “道” 的背离。⑥ 《老子》 首章有言：
“道可道， 非常道。” 对此， 赵汀阳指出， “可道” 不仅是可被言说， 更是可因循、 可操作之道， 它意

味着从生活世界流动变化的存在上抽离出一套可重复、 自动化的程序、 机制。⑦ 秩序的名相化其实意

味着 “常道” 变得 “可道”， 它将原本建立在生活世界共在与生存境遇互通之上的间性秩序程序化，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胡翼青、 郭静： 《专业新闻媒体的边界悖论： 基于媒介本体论的视角》，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Ｖｉｌéｍ Ｆｌｕｓｓ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ｏｌｏｇｙ：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 Ｒｏｄｒｉｇｏ Ｍａｌｔｅｚ Ｎｏｖａｅ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２， ｐ􀆰 １２．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２． 迷失方向》， 赵和平、 印螺译，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６ 页。
方勇译注： 《庄子》，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０ 年， 第 ２４３ 页。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１．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裴程译，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２５２ 页。
李智福： 《章太炎 〈齐物论释〉 之经典解释学—释义学初探》，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赵汀阳： 《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 《江海学刊》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间性生成、 秩序齐通与名相权力： 齐物论视域下的媒介存在论思考 思想空间

使其在媒介的持存之中成为一套外在于人的感性生命活动的抽象 “装置”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操作①， 而作

为公共秩序持存的媒介也便在此刻成为秩序暴力布展的权柄。
《庄子·应帝王》 曰： “南海之帝为儵， 北海之帝为忽， 中央之帝为浑沌。 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

沌之地， 浑沌待之甚善。 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 曰： ‘人皆有七窍， 以视听食息， 此独无有， 尝试凿

之。’ 日凿一窍， 七日而浑沌死。” 对此陈赟指出， 中央之帝浑沌代表着原初的生存世界， 南海之帝

儵与北海之帝忽则象征着名相秩序的构建， 儵与忽凿开浑沌的七窍导致其死亡， 正意味着名相对存在

之本有的破坏。② “浑沌之死” 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媒介的辩证法。 从存在论的角度看， 媒介并非人的

上手工具， 亦非人之形躯的延伸， 而是如同斯蒂格勒所说的对人之存在进行增补的外在化代具， 因为

人的本有正是一场空无， 必须经由各种用具物、 象征物等媒介的介入进行塑形从而与外在世界往

来。③ 庄子的 “齐物” 思想正是从正面角度看到了人的这种空无， 空意味着自由、 意味着无限敞开的

可能， 因此作为原初之无的个体能够在媒介的增补之中无限物化， 无限地生成任意媒介之 “吾”， 以

至于实现与外部世界无分的 “齐物”， 这正是道家所推崇的 “有无相生” 的辩证法。 而在 “浑沌之

死” 的寓言中， 儵、 忽二帝所言承担起 “视听食息” 功能的 “七窍” 正是沟通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媒

介， 因而可将浑沌开凿七窍视作一个令原本浑沌 （空无） 的生命进行媒介化的隐喻。
以庄子的观点来看， 生命的媒介化增补所带来的应是一种居间的自由。 齐物的理想境界表现为

“与天地独往来”， 当人将 “天地” 视作一个与自身相对的 “往来” 对象之时， 已经预设了自身并不

同纯粹自然物一般从属于 “天地”， 因而 “齐物” 的逍遥实质是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情景之下， 有限

度地敞开自身迎拥万物而又不为万物所吞噬同化。 相比于对诸事物 “化而入之”， 更难能可贵的是能

够 “抽身而出”， 唯有如此方能够 “物物而不物于物” （《庄子·山木》）， 从而走向存在的无限生

成。④ 在此意义上， 媒介之居间性最大的意义其实是赋予此在生成某种新的存在之同时， 也持有着弃

让、 抽离这种生成的自由， 此时的个体便犹如一个 “无器官的身体” 般的游牧生命， 也是与一切他

性存在者具有潜在装配间性的存在⑤， 这种生命状态没有先在的本质， 而仅仅是有待生成的浑沌之

“无”。 这种生命状态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老子所言的 “知其白， 守其黑” 以及庄子眼中的 “无用之

用”， 即能为而不为、 能在而不在， 以此守护生命原初的本有之敞开性⑥； 阿甘本则称其为 “潜能”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并将其视作生命最为珍贵的赤贫之力⑦。 然而， 于浑沌而言， 其却并未因 “七窍” 开

凿而自由， 反而因之而死。 这是因为其生命的媒介化并不是发自性命之本的自我选择， 而更多的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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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是对 “活生生的存在” 进行捕获与订造的工具， 装置化就意味着人的存在主体性与周围环境分离状态并物化为装置运

作处理的客体， 当存在落入装置之中便意味着原本并无先验本质而能够自由生成的生命潜能必须服从装置中的先验程序规定，
装置化的生命由此走向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抽象化。 弗卢塞尔则在承袭阿甘本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身的 “媒介装置” 批判。
在弗卢塞尔看来， 媒介是生产意义并作为人类交往中介的事物与机制， 而媒介装置则是现代社会机器化、 自动化的媒介形态，
在媒介装置之中原本属于人的意义生产与交往逐渐让渡于机器程序， 这也使得原本属人的意义与交往世界逐渐为装置所吞噬。
参见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Ａｇａｍｂｅ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ｎ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Ｄａｖｉｄ Ｋｉｓｈｉｋ ａｎｄ Ｓｔｅｆａｎ Ｐｅｄａｔｅｌｌａ ｔｒａｎ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ｎ⁃
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 １２； Ｖｉｌéｍ Ｆｌｕｓｓｅｒ，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ｒａｎｓ． Ｍａｒｔｉｎ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ｅａｋｔｉ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１， ｐ􀆰 ２１。
陈赟： 《秩序与浑沌的居间性平衡： 论庄子的秩序形上学》， 《孔学堂》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２． 迷失方向》， 赵和平、 印螺译，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８６ 页。
陈赟： 《 “居间体验” 与人的自由》， 《人文杂志》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李震、 钟芝红： 《无器官身体： 论德勒兹身体美学的生成》， 《文艺争鸣》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马丁·海德格尔： 《同一与差异》， 孙周兴等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４５ 页。
吉奥乔·阿甘本： 《潜能》， 王立秋等译， 漓江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２９９—３０１ 页。



自儵、 忽二帝对外在他者所缔结的媒介秩序之促逼。 对于儵、 忽二帝而言， 这似乎是出于 “善” 而

邀约浑沌进入以 “七窍” 所开凿的媒介秩序之中， 但于浑沌而言这却是在贬低与解构了其性命之本

（无） 的基础之上， 以媒介之名相强加给其 “有”。 因此正如汪晖所说， 此即名相将抽象的先在同一

性法则强加给殊异的个体， 将不平等以平等的名义合法化。① 在媒介名相之中， “道” 的秩序从原本

的引导性走向了支配性， 媒介的交往互通逐渐工具化为了程序操作， 从而使得权力以 “道” 为名对

生命进行暴力性的干预。
因而从浑沌之死的隐喻之中可以看到， 当媒介由居间者走向秩序后勤之时， 媒介本有的自由生成

将逐渐演变为一场席卷、 吞噬。 因为特定交往与秩序世界总是在一定媒介之中展开， 但媒介却对社会

存在具有某种反噬性： 起初媒介只是一个维系着人与人的关系并服从于其所连接 “两极” 之意志的

中介物， 但随着交往的扩大， 媒介却会在不断成熟完备之中生成一个以自身运作规则为尺度的 “缔
合环境”， 从而逐渐冲破一切社会实践的界域并为万物进行编码和秩序化。② 在这个秩序系统之中，
人与人的关系便会逐渐依照媒介程序的尺度来展开， 从而将自身的自然本性并入秩序系统的程序之中

被抽象化。 如在庄子看来， “礼” 便是这样一套秩序装置。 本来礼作为交往媒介是为了维系作为存在

之 “常道” 的 “德”， 然而在礼化作名相的过程之中却使得礼的程序性变得至高无上， 以至于在 “礼
崩乐坏” 中造成对 “德” 的戕害。③ 而在现代社会， 马克思将货币视作僭越了两极的 “异己媒介”
（ｆｒｅｍｄｅｎ Ｍｉｔｔｌｅｒ）。 货币本然也仅仅是维系交往秩序的中介手段， 但最终却 “物象化” 为了当今社会

一切存在与交往的目的与尺度。④ 名相秩序普遍化的最终结果， 便是 “非人之人” 逐渐沦亡。 在庄子

看来， “非人之人” 意味着被常规秩序限制而能够自由地探索自己存在的人， 这其实意味着齐物论式

的生命之自由敞开。⑤ 然而， 在后勤媒介的名相秩序中， 本是敞开的生命却逐渐成为被订造的个体，
名相以某种先在 “同一性抽象” 的存在规定性指引、 组织乃至操纵个体将名相秩序视作 “自然而然”
并去谋划、 处置自身存在， 这便在无形之中悍然斩断了此在与万物的潜在间性， 使得生命的本然之

“无” 在强制的 “有” 亦即 “有用之用” 中走向潜能的穷竭， 整全的生命便在名相秩序中支离破碎，
这正是庄子所谓 “自三代以下者， 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庄子·骈拇》）， 以至于在 “物于物”
中 “其形化， 其心与之然， 可不谓大哀乎” （《庄子·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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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再问 “什么的平等”？ （下） ———齐物平等与 “跨体系社会” 》， 《文化纵横》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
孙玮： 《破域： 数字时代的媒介论》，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
梅珍生： 《论礼乐制度的社会性与客观性———以庄子礼学观为中心》， 《江汉论坛》 ２００５ 年第 ９ 期。
马克思如此写道： “人使这种中介活动 （ｖｅｒｍｉｔｔｅｌｎｄｅ Ｔｈäｔｉｇｋｅｉｔ） 本身外化 （ｅｎｔäｕｓｓｅｒｔ）， 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
失去人性的人 （ｅｎｔｍｅｎｓｃｈｔｅｒ Ｍｅｎｓｃｈ） 而活动； 事物的相互联系本身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 ｓｅｌｂｓｔ ｄｅｒ Ｓａｃｈｅｎ）、 人用事物进行的活动变成

某种在人之外的、 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活动。 由于这种异己的媒介 （ ｆｒｅｍｄｅｎ Ｍｉｔｔｌｅｒ） ———并非人本身是人的媒介， ———
人把自己的愿望、 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 这样， 他的奴隶地位 （ Ｓｋｌａｖｅｒｅｉ） 就达到极

端。 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 所以， 很清楚， 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 （ｗｉｒｋｌｉ⁃
ｃｈｅｎ Ｇｏｔｔ）。” （括号内的单词系笔者根据原文添加， 引文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２ 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 第 １９ 页。）
在马克思看来， 作为媒介的货币所带来的正是人之存在的 “物象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即人本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社会由人

的关系交织而成， 但当货币作为交往的媒介物普遍渗透社会之时， “人与人” 的关系规定便逐渐变成货币媒介 “物与物” 的

关系规定， 并进而抽象成为 “物于物” 的 “特征” 规定。 而在广松涉看来， 这种物象化的过程实则正是存在的形式被 “媒介

性” 地规定。 在本文看来， 庄子所言的 “名相” 与马克思、 广松涉所言的 “物象” 实际上颇有相通之处， 它们都不约而同地

思考着作为存在的人类现实生存活动以某种物象 （例如古时的礼， 今时的货币） 存在者的形式为尺度而展开， 而物也因此升

格于实在的生命存在之上并不断地驱使人追逐物欲以至于为物所困， 这在庄子哲学看来即为 “物累”， 在马克思哲学看来则为

“物役”。 参见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 （第二卷） ———社会场境论中的市民社会与劳动异化批判》 上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 第 ９０ 页； 广松涉： 《物象化的构图》， 彭曦、 庄倩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９５ 页。
陈赟： 《 “非人之人” 与庄子的政治批判———以 〈应帝王〉 首章为中心》， 《江西社会科学》 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



间性生成、 秩序齐通与名相权力： 齐物论视域下的媒介存在论思考 思想空间

五、 数码物化与数字名相： 数字天下的秩序与背反

庄子哲学视域的媒介存在论揭示了媒介之间性生成与秩序齐通的双重力量， 而在数字时代， 这种

力量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 人类便由此步入了一个数字交往时代， 人与各种非人行动者走向一

场普遍的连接之中。① 数字媒介的破域潜能打破了传统实体世界中物与物之间的固定边界， 每个数字

个体能够在媒介的无限连接之中与他物不断 “装配” 而无限地生成、 流变、 重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
并且诸如智能机器人等非人行动者也获得了类似生命的属性， 因此人们面临的是人与物的无限间性生

成所带来的普遍化数字交往。② 这恍若一个庄子眼中的 “齐物论” 世界。 而诚如彼得斯所言， 传播、
媒介与交往总是与秩序的问题相关③， 因而普遍化的数字交往也带来了一种新型的数字秩序实践。

在数字交往世界的秩序之中， 传统人类社会中的稳固 “共同体” 在数字媒介中面临边界解域。
每个数字个体被普遍连接于一个整体的数字世界， 而这个整体又不断分化为时刻处于生成与解构中的

局部流动性秩序。 因此， 数字交往世界是秩序与无序交织的， 传统上以国家、 民族、 家庭为视角理解

秩序的方式显得具有局限性。④ 这个浑沌的世界其实更加类似于庄子所言的 “天下”。 在庄子看来，
天下是一个混芒而天放、 人人之 “德” 得以 “玄同” 的浑沌场域， 天下之人通过自己的 “自然” 能

力即 “德性”， 不断建构着自发秩序， 即 “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 而天下治矣” （《庄子·应帝

王》）。⑤ 于庄子而言， 天下既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格局， 同时也意味着超越私己之成见而对万物施

以关切的思考视角与观念。 对此赵汀阳便指出， 天下的要义在于建立一个消除了外部性的无外世界，
这意味着思考天下秩序的基本不是实体之存在， 而是不同存在之间的关系互涉与秩序生成， 从而走向

一种 “共在存在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⑥ 这种对关系与共在的重视可谓与媒介的间性属性相

通， 因而固然天下是一个理论模型， 但今日这个弥漫着间性的数字媒介世界其实已经具备了某些天下

的特质。 正如赵汀阳看到的， “新技术的运行方式与 ‘天下’ 概念能够达成一致， 这两者都试图创造

一个无外世界和兼容共享系统”⑦。 普遍连接的数字交往所创造的正是一个万物齐一的 “无外” 世界，
并且也是一个 “事” 而非 “物” 的世界， 在其之中 “生成”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与 “创制” （ ｆａｃｉｏ） 大于

“存在” （Ｂｅｉｎｇ）⑧， 这也是一种彻底的存在间性， 即 “间性先于主体， 主体是处于生成之中的缘

在”⑨。 可以说， 数字媒介所创造的， 正是一个新的 “数字天下” 雏形。
庄子曾强调， 天下秩序的齐通以统一的 “道” 为基础。 但对于这个 “数字天下” 而言， 构成其

“通为一” 背后的 “道” 却是界面背后的数码。 数字天下由数字媒介所齐通， 而数字媒介则是以数码

物为核心的媒介技术系统。 数码物的独特性在于其二重性， 即一方面是显现于界面之上的各种信息编

码， 另一方面却又是隐匿于其背后装置之中的代码与程序运作。􀃊􀁉􀁒 如同作为事物的本有存在法则的

“道” 一般， “数码之道” 即数字世界诸数字存在的本源法则， 代码编程不仅只是为外在的事物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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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骏飞： 《数字交往论》，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 第 １９４ 页。
蓝江： 《云秩序、 物体间性和虚体———数字空间中的伦理秩序奠基》， 《道德与文明》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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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翼青： 《我们该如何理解 “数字共通”： 基于媒介哲学的批判》， 《现代出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叶树勋： 《浑沌的场域及其自发性———庄子天下观的内在构造与特质》， 《哲学动态》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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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 “名”， 更是直接使各种数码物依照编程的逻辑于数字世界中存在之 “然”。 起初只是互联网

之中的各种符象的生成， 但在物联网时代， 编程则不断介入与生成各种实体， 而在今日这个数智化的

世界， 则由各种数码系统编织着现实社会的行动与规则。① 因此， 数字交往看似是界面之上各种数字

存在万 “物” 互联、 行动往来， 但实质却在于数字媒介对万物进行了程序编码， 使得一切人与物都

能够在底层代码中齐通， 这无疑是一场新的 “数码物化”。
在庄子看来， “道” 不仅是秩序齐通的基础， 同时也是指引存在的生成并创造出符合 “德性” 的

生活之尺度。 但今日的 “数码之道” 却难当此 “德” 之大任。 媒介哲学家加洛韦指出， 所谓 “数码

性” 的本质在于 “离散” 与 “模拟”， 即将整全的存在 “离散” 为一个个分裂的元素 （代码、 数

据）， 而后又将这些元素进行重组生成， 但这种重组仅仅只是对存在的 “模拟”， 因为世界的数码化

本质上是将世界解离为 “数”。② 因此， 这个作为数字天下万物齐通的 “数码之道” 其实并不是庄子

意义上的事物存在本然之 “道”， 而是世界在数字化之中被高度抽象化之后又对现实法则进行的极尽

模拟， 这意味着数字世界的一切存在都不是直接的 “物”， 而是显现为 “物” 的 “名”， 但作为当今

世界之 “物” 的各种数字化社会实践与社会关系却在事实上不得不依照代码之 “名” 来组织。③ 因

此， “数码之道” 实则在无形之中固化为了一套持存数字化生存秩序的名相。 但支配这套名相秩序运

作的却是由各种算法、 大模型、 大数据等 “装置”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装配而成的自动化媒介系统④， 掌握

这些装置的则是以各种互联网公司、 运营商、 服务商为代表的数字平台， 看似公共领域背后的直接治

理者其实是各种掌握 “超级权力” 的私有平台寡头， 这也是为何有学者将今天称为 “技术封建主义”
时代⑤。 因此， 数字天下秩序公共性的表面之下实则蕴含着独断权力支配的危险。

《庄子·应帝王》 指出， 天下秩序的 “德治” 应为 “不可相” 并 “藏天下于天下”。 “相” 即天

下治理者意志显露于外、 强加于天下的施为之相， 而 “藏天下” 却意味着治理者隐匿自身强力意志，
充分尊重人民生活世界的性命之情、 “自在之然” 与其自发自由性建构的各种公共性秩序。⑥ 但在数

字天下之中， 看似人们能够更为自由自发地进行公共交往， 却不得不以各种数字平台为中介， 平台即

数字公共世界事实上的物质持存， 这便意味着公共的数字生存与交往不得不服从于所属平台的规则。
这不但体现为算法等各种具体平台治理举措的 “术”， 更体现为平台能够自由制定一套数字秩序的普

遍之 “道”， 但私有的属性却决定了数字天下的治理者们的 “道” 之立法终究只能成为 “门户私计”
的私权⑦， 这不仅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占有， 更是关于如何安置人们数字化生存的生命政治。
由于平台规则即 “数码之道”， 因此每个平台规则的设定其实就预设了一种数字生存的方式。 平台对

于规则的掌控其实便意味着某个私己单位能够拥有凭自身意志将一套生活方式强加于成千上万个数字

个体的支配性力量， 譬如外卖平台、 网约车平台对于派单规则的设定以及各个社交平台背后的推流机

制， 其实已经在无形之中如同 “天道” 般冥冥之中 “订造” 了成千上万个体的命运， 这也是为何越

来越多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组织反而以理解、 追求、 揣摩这些平台规则为惯习而存在⑧。
因此， 一方面， 数字媒介作为居间者， 其解码生成之力正不断地冲破原有的各种社会实践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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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性生成、 秩序齐通与名相权力： 齐物论视域下的媒介存在论思考 思想空间

界， 不断地将人们的生活世界装配进数字世界之中， 从而创造出了一个万物互通有无的共生世界， 这

正意味着世界的深度媒介化。 另一方面却如马修·富勒所言， 具有连接与生成能力的媒介往往内蕴着

一种 “强力意志”， 即狂暴地将外部事物强制性吞噬进其装置秩序之中①， 因此这场世界媒介化的进

程亦是数字秩序权力扩张的过程。 如前文所述， 秩序由 “道” 齐通， 因而 “秩序” 本质上是一种通

过集体共识与交往间性而生成的公共产品。 但在由数字媒介构序的数字世界之中， 秩序的存在之道却

不再是从人民的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实情所得出的本然法则与集体共识， 而是由资本技术寡头与平台

支配的数码模拟创制， 并且随着生活世界媒介化与数字化的加深， 原本人与人之间的自发交往间性越

发被媒介外在化 （名相化） 为装置社会中的自动化程序嵌合， 于是作为连接中介的数字媒介最终僭

越成为数字生活的主宰者。② 今日的平台不仅只是 “运用道” 去治理天下的 “王者”， 更是犹如庄子

所言的 “真宰” 一般成为 “支配道” 的立法者， 媒介理论家布拉顿形象地称这套秩序为 “云法”
（ｔｈｅ ｎｏｍｏ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 这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疆界而以行星为尺度展开的数字权力布展。③

但对个体而言， 平台规则却始终隐匿在界面显现的数字世界之下， 因此人们唯有在界面之上无尽

地揣测背后的平台如何设定规则。 因此， 个体所面对的数字天下其实是一个无限浑沌的世界， 但它并

不是庄子所肯定的人与万物共生之原初， 而是建立在秩序之上的无序。 因为平台在享有规则制定权的

同时， 还具有对于这种 “数码之道” 随时、 任意更改的支配权， 而一次规则的更改所带来的则又是

无数个体命运的沉浮④， 这便使得 “数码之道” 不再具有普遍法则的意义， 而是成为媒介装置中 “无
根基” （Ｇｒｏｕｎｄｌｅｓｓ） 的模拟游戏⑤。 因而数字世界实际上是一个 “天道无常” 的世界， 这正如 《庄
子·应帝王》 所批判的 “是欺德也”。 庄子曾经区分了政治的 “道术” 与 “巫术”。 “道术” 是治理

者于 “不可相” 之中守护原初的 “道” 之自发本有， 而 “巫术” 的核心却是以过度智性化的方式将

世界透明化、 规则化、 稳定化， 从而消除渊默性、 不规则性与变化的无常。⑥ 而今日各个平台的 “治
术” 看似 “无常”， 实质却是一套更加诡秘的 “数字巫术”。 在数字界面之上， 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

由于数码法则的变幻无常而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的数字生活世界； 但在深层次， 界面的数码法则无论如

何变幻， 却都源自背后平台装置编码的必然性支配， 甚至由于一切数字化活动都被平台档案化为数据

痕迹， 平台权力对生命个体的监视管控实则比以往的时代更加严密。⑦ 这正是今日数字世界秩序的一

个根本性的二律背反所在， 即数字界面之上的生成变幻性背后是平台深层次的装置支配性， 在其之

中， “物” 即 “非物”， “道” 亦 “非道”， 数字天下实际潜藏着一种自我否定的危险， 这何尝不是今

时今日的 “道术为天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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